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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与翻译：翻译研究的人类学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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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人类学和文化研究的视域中，民族志和翻译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文化传通和再现他族文化是民族志和

翻译的共同目的；同时，民族志和翻译作为一种文化手段，在对文化的阐释、“撰写”及翻译作为一种“改写”中，表
现出显著的主体性、历史性和社会性。 民族志和翻译研究在当代文化研究语境中的相互阐发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

的理论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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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茨勒（Ｇｅｎｔｚｌｅｒ）说，翻译研究只有采取全球化

的视野和跨学科的方法，才能对翻译和翻译在一个

特定的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有更加全面的了解［１］。
在翻译研究中，翻译理论同相关学科的理论相互借

鉴和交流，是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以后的主要特

征，也是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迅速发展的

重要基础。 翻译理论同其它相关理论的互识、互证

和互补扩大了翻译研究的理论空间，形成了翻译研

究的多重视野。 同时，翻译研究也为其它理论研究，
尤其是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本文将从人

类学和当代文化研究的角度，对民族志和翻译实践

中所表现出的文化喻义的相似性进行讨论，并提出

人类学的文化理论和翻译研究的文化理论的相互阐

发为翻译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话语。
民族志是文化人类学家和社会人类学家以文字

形式形成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是对他族文化的一种

写作方式。 民族志和翻译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表现

在它们都是对他族文化的阐释。 前者对经验、记录

和观察进行阐释，后者对已经存在的文本进行阐释。
民族志学者通过民族志的田野工作方法，对他族文

化进行理解、研究、记录，介绍给本族同胞；译者则是

通过阅读和理解源语文本，将源语文本中所表现的

异族文化传达给译语文化［２］（１８０ 页）。 民族志和翻

译都涉及到语言层面的转换，将他族语言的语码转

换成本族语言的语码，但这仅仅是两者语言学意义

上的生成形式。 民族志和翻译的根本性质和最终目

的是文化之间的互动和交流，这是两者能够相互阐

发的基础。 民族志学者和译者都具有相同的对

象———他族文化，在对他族文化的阐释和再现中，他
们又都面临着语言的、文化的种种选择。 他们即受

制于一定的规范，同时又都具有一定程度的主体性。
在人类学研究中，民族志的撰写是文化表述的

重要方式。 民族志学者对待他族文化、再现文化他

者的立场和方法对整个文化人类学的发展，具有重

要的意义。 民族志的跨文化特性决定民族志实践就

是一个对他族文化阐释性的描述过程，或称翻译的

过程。 埃文斯⁃普里查德（Ｅｖａｎｓ⁃Ｐｒｉｔｃｈａｒｄ）把民族志

研究的中心任务描述为“文化翻译”；林哈特（Ｌｉｅｎ⁃
ｈａｒｄｔ）提出人类学的任务就是翻译，认为民族志意

义上的翻译跟“转化”、“教化”同义，也与改变、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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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相近；利奇（Ｌｅａｃｈ） 提出，他所从事的学科的

“根本问题是翻译问题”，并得出“社会人类学家从

事的是创立文化语言翻译的方法学”的结论［３］（１６⁃

１７ 页）。 民族志随着人类学的产生而产生，成为人类

学研究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西方对“遥远、奇异”
的土著文化的描述，以民族志的形式将异族风貌呈

现给他们的同胞。 西方民族志经典常常是以客观真

实地再现他族文化的面貌出现，在人们有关他族文

化的阅读中构筑起传统民族志的权威和对西方视角

的服从，使西方传统民族志的撰写过程成为表现西

方人的我族中心的过程。 在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他族

的思想和文化殖民化过程中，民族志通过语言和文

字的方式，在一定意义上起到了共谋的作用。 后现

代主义的语言理论认为，语言并不是中立的，任何一

个语言符号都有其在具体语境中的意义指向，当所

有的语言符号汇集在一起的时候，就形成一个社会

的话语流，集中反映这个社会的思想观念、价值取

向、美学品位和错综复杂的权利关系。 民族志学者

作为他族文化的“读者和作者”，在对他族文化的理

解阐释中，他的“前理解”视野中就自觉或不自觉地

充满了源于欧洲中心主义的优越感。 民族志撰写

中，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对罗马文字所谓优越性的

迷恋。 西方人对于书面语的崇拜直接导致他们对于

他族语言、尤其是非字母语言和口语的轻视，进而发

展到对由这种语言所表现的文化的蔑视。 １６ 世纪

欧洲人在对南美洲的殖民主义过程中，十分惊讶地

发现土著人没有“字母”，于是，他们把土著人称为

“野蛮人”［４］。 这种的字眼强化了他们头脑中有关

欧洲人是“文明人”的想法。 西方人对书面语优越

性的迷恋源于他们哲学思想中对两元对立中逻各斯

主义的迷信和人类社会发展基于生物进化模式的假

设。 书面语被认为是欧洲文化发达的标志。 德里达

曾对列维⁃斯特劳斯关于巴西的南比夸拉人（Ｎａｍ⁃
ｂｉｋｗａｒａ）没有书写的观点提出批评，说他的观点是

建立在普遍的或我族中心主义的错误认识上的，这
种错误观点认为书写专指欧洲语言的表音和线性符

号；因为在南比夸拉人语言中没有西方人概念中的

书写形式，所以西方人便否认南比夸拉人已经拥有

了广义上的书写这一事实。 德里达认为非字母符号

同样具有书写的尊严［５］（６７ 页）。 从以上事实中可

以看出，西方我族中心主义的思想的表现形式之一，
就是通过语义的二元对分，将一切非西方的东西他

者化，并以此建立和强化西方人的优越感。 在此影

响下，传统民族志中的翻译就等同于教化，成为单向

的流动，并由此阻断了在民族志撰写中，以文化交流

为特点的翻译之路。
２０ 世纪初，以鲍厄斯（Ｂｏａｓ）为代表的人类学批

评派或历史派崛起，他们提出的文化相对主义的主

张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西方的我族中心主义，使文

化间的交流和再现成为可能。 鲍厄斯在长期的人类

学实践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每一种文化都是独一无

二的，都是相对于另外一种文化而存在的，是本族文

化持有人在一定的历史和社会语境下相互交往的结

果。 对他族文化的描写和表现并不简单是将他族的

书面语言或口头语言转换成本族的语言，而且还是

一种对他族文化的了解、阐释、决定的过程。 文化相

对论强调文化的异质性，认为这种异质性为不同文

化间的交流提供了基础，并呼吁不同文化间的相互

尊敬和交流。 文化相对论当时对人类学研究的直接

贡献就是：文化翻译作为民族志的任务被正式提出。
为了客观真实地再现他族文化，民族志特别强调调

查方法的使用，如参与观察法。 研究者通过较长时

间生活在所研究的民族中，在体验、观察和访谈的基

础上撰写翔实的民族志资料来表现他族文化。 民族

志借用派克（Ｐｉｋｅ）的两个概念“ｅｔｉｃ”和“ｅｍｉｃ”来表

示文化客位和文化主位，以区分两种不同的研究视

角和研究立场。 文化客位就是站在局外人的立场来

看待所研究的文化；文化主位则是站在局内人的立

场来看待所研究的文化。 民族志学者应从文化持有

者的角度来理解和阐释他族文化，以局内人的视角

来描述他族文化。 之后，格尔兹（Ｇｅｅｒｔｚ）提出文化

研究是一种阐释行为的理论。 他认为 “所谓文化就

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对文化的分

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

义的阐释科学” ［６］（５ 页）。 按照他的阐释人类学理

论，民族志撰写是一种再阐释，是在所研究文化中的

文化持有者对本族文化阐释基础上的再阐释，是阐

释之阐释，其目的是去发现文化表象之下的文化意

义的构建规律。 格尔兹的理论强调研究者的主观能

动性和阐释能力，指出文化意义并不存在于文化的

表象中，客观再现他族文化是不可能的。 民族志学

者只有在种种文化表象之下，通过分析和阐释，寻找

文化意义的构建规律，才能真正地理解和描述所研

究的文化。 从以上的综述中可以看出，人类学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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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理论和在民族志的具体实践，从视他族文化为

“无”到承认其“有”，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
但在殖民主义文化观的控制下，无论是鲍厄斯的文

化相对主义，还是格尔兹的阐释人类学理论，它们都

未摆脱寻找文化本原意义的西方逻各斯意义理论的

桎梏，他们的理论还是坚持在西方人能客观全面再

现他族文化的基础之上的。 这样的结果，带来的是

在民族志文本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一家独语，其表

述方式充满了对他族文化的不尊重或蔑视。 民族志

中的翻译成为一个西方权利独自漫步的空间，他族

文化通过被翻译，被他者化，而越来越被边缘化。
尼南贾纳（Ｎｉｒａｎｊａｎａ）在谈到人类学和翻译研究

的渊源关系时说道，美国人是在人类学研究和基督

教传教活动的背景之下开展翻译理论的，而英国人

则是为了配合殖民统治之需［５］（７８ 页）。 这里有一

个问题，谈到西方翻译理论，人们通常认为开始于罗

马帝国时期的西塞罗（Ｃｉｃｅｒｏ），他首先把翻译区分

为“作为解释员”的翻译和作为“演说家”的翻译；而
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则产生于 １８６０ 年代，同泰勒

（Ｔｙｌｏｒ）的积极倡导密切相关。 翻译理论的出现远

远早于人类学的出现，怎么可以说翻译理论是在人

类学研究背景下开展的呢？ 以当代文化研究的翻译

观来考察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我们可以这样解释：
西方翻译理论与实践，从一开始便是在具有共同的

古希腊罗马文明传统的欧洲各国、各文化和各语言

之间展开的，虽然他们对翻译的本质、翻译方法进行

过争论，但在他们之间的文化翻译中，并不存在实质

性的差别，更多的是语言层面上的翻译。 但当西方

人开始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开始对非西方文化进行

人类学的考察，对他国实施殖民统治，作为重要方式

之一的翻译活动就具有了意识形态的色彩，也就是

从这个时候开始，翻译研究就具有了文化研究的价

值，并成为文化研究的一部分。 传统翻译研究和作

为文化研究的翻译研究的根本区别也就在这里，这
种区别导致不同的理论话语的形成。 如忠实于原

著、忠实传达作者意图等翻译主张，许多学者已经从

当代语言学理论、读者反映理论、阐释学理论及文本

理论等方面证明了其不可能性。 从文化研究的角度

切入，结合从民族志中的翻译研究得到的启发，我们

可以把忠实于原著等翻译看作是同样源于对西方书

写语言（写成的源语文本）的敬畏，并由此而形成的

对原作者的崇敬和对源语文本意义权威性的服从。

西方翻译史中曾出现过 ６ 次大的高潮，如开始于公

元前四世纪左右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由于

相信古希腊文化优于自己，尽管当时古希腊已成衰

退之势，古罗马还是对古希腊文学作品进行了大量

翻译。 罗马文学的伟大作家安得罗尼柯（ Ａｎｄｒｏｎｉ⁃
ｃｕｓ）、涅维乌斯（Ｎａｅｖｉｕｓ）和恩尼乌斯（Ｅｎｎｉｕｓ），以
及后来的普劳图斯（Ｐｌａｕｔｕｓ）、泰伦斯（Ｔｅｒｅｎｃｅ），都
用拉丁文翻译或改编荷马的史诗和埃斯库罗斯、索
福克勒斯、欧里庇德斯等人的希腊戏剧作品。 从中

世纪开始的第二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便是向当时建

立各自封建国家的“蛮族”传播基督教精神，翻译

《圣经》的宗教翻译活动成为这一阶段的特征。 这

一段时间的翻译标准，自然就是围绕着如何忠实地

传达上帝的福音来展开的［７］（４ 页）。 综观西方翻译

史和非西方国家的翻译历史和现实，可以有两点发

现。 一是西方翻译实践更多的是在具有共同的文化

传统和语言传统的欧洲各文化之间进行的。 由于是

在欧洲人书写语言之间的翻译和改编，欧洲人对西

方翻译史中自西塞罗以来便一直争论的直译与意

译、死译与活译、忠实与不忠实、准确与不准确等问

题的容异度要大得多，主要是在美学或语言学层面

的讨论。 二是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的翻译交流活

动中，西方国家的文本，如文学作品，作为经典被大

量地译介进非西方文化中。 这种单向的文化输入的

背后所隐藏的历史、社会、经济等原因自不用说，但
在当今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相互交流、共同构建的世

界里，反思我们的翻译活动，并进一步地思考由翻译

活动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意义，无疑是大有好处的。
在西方人的翻译实践中，一旦对他族文化的文学作

品进行翻译时，他们就不再讲究忠实与否，我族中心

主义思想暴露无遗。 菲兹杰拉德（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在翻

译《鲁拜集》 （Ｒｕｂａｉｙａｔ）时，曾这样写道：“这些波斯

人，我拿他们想怎样就怎样。 实在很开心。 他们够

不上诗人的水平，难以叫人不对他们恣意改写，他们

也确实需要一点艺术来塑造自身。” ［８］ （１ 页）同民

族志一样，在翻译中，文化他者并不是被直接言说

的，而是翻译者刻意过滤和安排的，就西方人而言，
翻译是将一切非西方化的东西他者化的手段。 巴斯

内特（Ｂａｓｓｎｅｔｔ）在评价奈达（Ｎｉｄａ）的文化翻译实践

时说道：“西方翻译理论在文化转向之前，一直沿着

诸如奈达等圣经翻译者的文化工作这条线发展。 奈

达有关文化翻译的理论都来自于人类学，他辉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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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工作具有一个特别的目的：通过翻译基督教文

本，将非基督教徒教化为基督教徒。 奈达的一部名

为《风俗与文化》的著作，就是以‘基督教使命的人

类学’为副标题的，此书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优秀的

圣徒从来就是优秀的人类学家’”［９］（１２９ 页）。 巴斯

内特显然拒绝将奈达的文化同文化研究的文化联系

在一起，因为这两种文化分属于不同的范畴，奈达的

文化是殖民主义的，而巴斯内特的文化是后殖民主

义的。 就翻译而言，奈达的文化指的是源语文化，他
的文化翻译观要求译者将源语文化也就是《圣经》
文化详细准确贴切地译介进译入语文化中。 巴斯内

特的文化则是译入语的文化，翻译研究要研究的是

翻译文本在译入语文化中的接受，译者的翻译活动

怎样受到译入语文化中的种种因素的限制等等，如
勒菲弗尔（Ｌｅｆｅｖｅｒｅ）概括为的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

人的影响。
１９８６ 年，克林富德（Ｃｌｉｆｆｏｒｄ）和马库斯（Ｍａｒｃｕｓ）

编辑的《写文化》出版，标志着人类学思潮中一个新

的时期的到来。 在这本论文集中，作者对民族志撰

写中的经典范本从多学科的角度进行分析和反思，
指出民族志作为一种写作，其修辞方法的重要性。
写文化将人类学研究同文学创作隐喻性地结合起

来，文化不是表现或再现出来的，而是以文学或半文

学的方式表述出来的，是“写”出来的。 写作是一种

修辞手段，同写作者的志趣爱好、思维能力、价值取

向相关，也同写作时的历史背景、社会因素等密不可

分［１０］。 写文化之争直接质问传统经典的民族志著

作的权威性，对这些著作“客观全面地”反映他族文

化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并拷问在这种权威性和客观

全面性之下西方我族中心主义的合法性。 写文化之

争使人们加深了对文化描述的建构及人为性质的理

解，削弱了民族志的权威模式，使人们认识到“跨文

化研究所面对的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权利不平等的

世界，由于权利的不平等，导致了西方学者在文化表

述中缺乏对被研究者应有的尊重。 族性、权力、对
抗、制度化约束等文本创作的历史文化背景在民族

志构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１１］（５２８ 页）。
在几年后的 １９９２ 年，勒费菲尔和巴斯奈特在他

们编著的一本名为《翻译、历史和文化》 （ Ｔｒａｎｓｌａ⁃
ｔ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的论文集中，也提出了翻

译是一种“改写” （ ｒｅｗｒｉｔｅ）的观点。 他们在书中正

式宣称翻译研究开始了文化转向。 巴斯奈特认为，

文化转向的文化并不接续人类学意义的文化，而是

同文化研究汇流，将文化研究的理论，如后殖民理

论、多元文化理论、女性主义等引入翻译研究的语境

中，在一个更广阔的空间里开展翻译研究。 勒费菲

尔认为翻译是一种“改写”，强调文学翻译是一种文

学创作。 在文学翻译中，由于时间的变迁，语言的畸

变，意义的消隐和文化的差异，文本的原意难以企

及，或者按解构主义的观点，根本就没有一个原意。
相反，译本是在译入语文化各种因素的合力之下

“操纵”和“改写”的结果。 翻译研究应将源语文化

和译语文化中一切言语和非言语的东西都纳入其研

究范围，将一切影响翻译任务的决定、翻译者的委托

人、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采用、翻译文本的

出版和发行等因素都作为翻译研究的对象。 在多语

共生的多元文化系统中，翻译就是一个文化的建构

过程。 当代翻译研究区别于传统翻译的最大特点便

是解放了被遮蔽的翻译者，将研究从以源语文化为

取向转向以译语文化为取向，并以翻译的权力关系

和文本的生产为研究目的。 因为同民族志撰写一

样，族性、权力、对抗、制度化约束在文学翻译文本的

构成中也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尼南贾纳有一段精辟的话，可以看作是对民族

志和翻译研究新的发展的评注：“意义的传统理论

支持这样一个观点，即符号能毫无问题地再现现实，
使现实‘在场’。 但将符号看作是反映或再现就是

否认了巴特所说的‘语言的生产性质’和德里达谈

到的‘写作’。 新一代的民族志学者从后结构文学

理论中得到启发，强调写作对‘民族志学者所从事

的工作的中心作用’，语言不是透明的媒介，民族志

学者‘发明’了文化，而不是再现了文化。 他们认为

文化翻译的作品使用了文学的程序，这些文学过程

不光影响了民族志的写作，也影响了民族志的阅读。
揭示文化翻译的建构性性质表明翻译总是‘生产’
而不仅仅是反映或模仿一个‘本原’。”［１２］（８１ 页）

在人类学的视野中，民族志和翻译具有长久的

渊源关系，翻译理论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是在人类学

的背景下发展的，文化传通和再现他族文化是民族

志和翻译聚合在一起的可能性所在。 文化研究将权

利、霸权等术语作为分析工具，将民族志和翻译视为

殖民主义的一种文化手段，认为它们在西方我族中

心主义的建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民族志理论和

翻译理论具有相当程度的相互阐发性，当代人类学

４９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的文化理论和翻译研究都将文学的因素结合起来，
强调文学创作的修辞手段。 民族志的“写文化”和

翻译研究的“改写”都具有主体的、历史的和社会的

特征。 民族志理论和翻译理论的比较研究，通过梳

理西方我族中心主义在民族志文本和翻译文本中的

建立，及在后殖民时期被解构、消解的过程，能帮助

我们在一个更开阔的层面上来理解翻译在文化活动

中的作用。 对于我国翻译理论界，运用操纵意识形

态等文化工具，重新审视西方文学作品在我国的译

介情况，例如 ２０ 世纪中叶外国文学作品在我国的译

介情况，无疑对于我们具有相当大的启示，也为翻译

研究增加了新的理论话语。 翻译文本的生产就是一

种文化生产，这包括两种不同语码的转换，本身就包

含文化意象的传递、失落和变形。 同时，翻译作为一

个个案， 体现更大范围内的各种文化关系调适，交
融或者冲突。 翻译的本质就是文化的传通。 在当今

这样一个互动共构的全球文化中，文化差异性是我

们开拓自己的文化资源、参与到多元文化对话中去

的平台。 翻译，自巴比塔之后，无疑是这种对话的最

可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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